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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秋海棠、桑叶、雄鸡与中国1 

 

徐  鹏2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得清王朝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19 世纪中叶以降，中西交冲尖

锐，民众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得到激发。在整个民众的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政党与政

府及社会精英广泛运用政治仪式、符号象征等柔性机制与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互动，

相互渲染，从而进一步唤醒和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认同，进而为政党与政府自身的立足获

得民意支持与政治合法性。近年来，以政治符号、仪式、象征等相关问题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但目前学术界对晚清直至新中国初期中国的领土版图形象的研究 仍相对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与邻国最多的国家，目前陆地边界总长两万两千多公里，分别与十多个国

家与地区接壤。而这一客观现实使得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境线的变迁及与此相关的 中国版图

形象变迁的了解越发重要。 

 

从“虚边”到“实边” 

 

对于清中前期之疆域，时人虽知国之四至，但在朝贡体系之下，知有“天下”，不知有“万

国”，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不明，国家疆域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即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

在宗藩体系与华夷秩序之下，中原王朝与周边的藩属乃至邻国并不存在确切的国境线。 

18 世纪末开始形成一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梁启超曾将之评价为“一时风会所趋，士大

夫人人乐谈”，“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随着边疆史地之学的兴起与西人东来的冲击，史地学者

的近代国家边界观念逐渐形成，版图、疆域意识增强。尽管如此，19 世纪上半叶，一批有识之

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海国图志》

中指出中国位于亚洲东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是明确地指

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

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

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

一些穆斯林部落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 

清政府与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即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格尔必齐河、额

尔古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随着西人东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与英、法、

日、俄等国相继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而这些条约中，则有多款条文涉及中国的疆界。中俄《瑷

珲条约》即割让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瑷

珲条约》的条款，并进一步确定了中俄两国在东北和西北的边境，加之后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

约记》及相关条约，中国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共丢失了 1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清政府在东北与

西北大面积丧失国土，但也在客观上为西北与东北划出了一条相对存在的国境线，使得清政府领

                                                        
1 本文刊载于《博览群书》2016 年第 11 期，第 111-116 页。 
2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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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版图的北方部分得以大致定型。 

随着清政府国力的衰弱与数次战败，清政府的朝贡国也逐渐减少。签《北京专约》，琉球撤

藩；签《中法新约》，越南撤藩；签《马关条约》，朝鲜撤藩。如是，清政府周边的屏障逐渐丧失，

而与此同时的边疆建省以及实边运动，使得其统治的区域也逐渐明晰。从“虚边”到“实边”是

晚清中国版图形象的逐渐清晰。 

 

“一叶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际，关于中国版图的想象已出现“大三角形”和“秋海棠”两种意象。清末学部

所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中描述如是，“全国之境，为一大三角形，锐端当其西”。而同一时

期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即已有“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出渤海，如叶之茎；西

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的描述。这是笔者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目前所能找

到的关于“秋海棠”最早的描述，即不晚于清末教育改革，教科书中已开始采用“秋海棠”这一

象征来形容中国的版图，从而进行民众教育与宣传。 

辛亥年，清帝逊位，民国肇兴。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

中，延续了“秋海棠”这一意象。这部教材利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给出秋海棠叶的示意图，

绘出其叶脉，另一方面则给出中国版图的示意图，形状与上文所述的秋海棠十分相似。图画之外，

还有解释说明的文字：“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

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之地形矣”。 

随着秋海棠这一版图想象的传播，“大三角形”这一想象逐渐消退，偶尔有教科书将“大三

角形”与“秋海棠”相糅合，即“全国地形略似横铺之秋海棠叶，以西部之葱岭为叶尖，东部之

渤海为叶本，成一大三角形”。“大三角形”的版图想象被“秋海棠”所取代，并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秋海棠叶”的形象日益成为主流。民国十三年出版的地理教科书这样描述：“原来中华

民国的地形，宛像一张横铺着的秋海棠叶子。叶柄附近的凹处，对着东面，恰是辽东、山东两半

岛所挟持成为的渤海。叶尖微向西北，便是葱岭北端的乌赤别里山口。那叶缘的四周，除东北绕

河，东南环海外，从北面沿边向西，一直盘到西南，全是高山”。1933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

地理课本》中，作者对中国版图做了如下说明：“中华民国地图，不是很像一张秋海棠叶吗？东

部渤海湾入海的地方，很像叶脚，西部帕米尔高原，很像叶尖。……那曲曲折折的边界，好像是

叶边，境内的山川纵横，更好像叶的脉络”。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的国土安全受

到了强大的威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作为回应，民国政府与民众进一步建构

起对版图形象的想象，除了教科书之外，“秋海棠”开始广泛出现于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介并广为

民众所接受。 

1930 年，已有人开始预见到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着威胁，恽天炫在《徐汇师范校刊》发表名

为《残叶——蚕食的中国》的文章，文中写道：“它现在简直是一张残叶了……全身已经变成苍

黄色了……它现在简直是一张残叶了——蚕食的中国”。作者将中国的版图比喻成了一片叶子，

随着局势的发展，将要遭到蚕食，只是这里并未将这片叶子明确表述为“秋海棠”的叶子。 

1931 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大公报》发表名为《租界里的中国人》的文章，作

者这样描述，“国魂的已死，只蜕遗下一具秋海棠叶似的枯骸尸壳，不知在多久的将来，就要在

地图上变了颜色，做异族铁蹄驰骋的沙场了？！”作者尖锐地指出，国魂已死，秋海棠似的中国

版图有变色的危机。1935 年《申报》发表时评《中日事件与意阿事件》，认为针对东三省事件，

国民政府所努力的目的，“不过‘一叶秋海棠’之形态在‘地图上’保持其完整而已”。1936 年，

随着日军大举进攻热河绥远之际，《东方杂志》刊登《绥远战事》：“……能更进一步的进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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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匪伪军的根据地商都、多伦等地，收回察北六县，并进一步的向前直趋，收复所有的失地，使

我们的‘海棠地图’仍然完整无缺”。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全面开战。而此时，“秋海棠”这一形象便被充分用来激发

民众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认同。1938 年刊于《石南青年》的一篇文章，名为《秋海棠的虫伤》，文

中有如下描述：“在这秋海棠叶的东北角，是不是有一条可恶的害虫蚕食？在此处为了受到它的

毒汁的缘故吧！已经变成黑色了，并且已将蔓延到叶的中部了，唉！多么可惜的秋海棠叶呦！”

直到 1944 年，蒋君章等人所著的《中国边疆地理》在描述中国边疆的时候，仍认为：“我们中国

的领土，好像一张秋海棠的叶子”。而在 1947 年 10 月，交通部官员在巡视杭州湾的时候，随行

记者是这样描述杭州与杭州湾的：“翻开中华民国的地图来，齐巧在这瓣秋海棠叶东端下面一只

小小缺角的边缘”。这里虽不是为了描述“秋海棠”，但作为一种文化或地理背景，其已得到广泛

的认可。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日军的投降，中国的危局得以减轻，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民心的“秋海

棠”形象更是被运用于商业炒作之中，成为一款香烟的名字，其在《申报》上打出广告：“秋海

棠叶子，是我们中国的地图，秋海棠香烟，是我们华商的出品。以精诚团结的精神，来完整秋海

棠叶子。以提倡国货的思想，来爱吸秋海棠香烟”。商业利润与爱国情感相结合，通过商业炒作，

商人们利用“秋海棠”这一意象背后所蕴含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认同，成功提高所售香烟的公众认

知度。 

 

“桑叶”与“蚕食” 

 

除了“大三角形”“秋海棠叶”两种版图想象之外，民国时期还存在着第三种对中国版图的

想象——“桑叶”。1922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法地理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中国大势》中

有如下文字：“全部地形好像横铺着的一个大桑叶，叶尖在西，叶脚在东；再巧不过，中国本是

蚕丝的发源的地方”。书中用“桑叶”比喻中国版图是源于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这与其后中国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认为“桑叶”惨被蚕食的救亡宣传是不同的。救亡话语体系将中国版图

抽象为“桑叶”，将日本版图抽象为“蚕”。于是，作为“桑叶”的中国遭到了作为“蚕”的日本

的“蚕食”。 

就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史料来看，最早用蚕食这种税法来形容中国的民族危机的材料当是上

文中所提到的发表于 1930 年的《残叶——蚕食的中国》。但这篇文章中尚未指出究竟是哪个国家

在蚕食中国，此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仍是较为模糊的。而 1937 年刊登在《东方杂志》的讽刺漫

画《世界小讽刺：日本帝国主义又来蚕食中国了》则不只是提及“蚕食”这个词，更明确指出蚕

食中国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在 1938 年刊登在《抗战漫画》上的漫画《我们不怕鲸吞！我

们只怕蚕食！》所试图表达的寓意就已经很清晰了。在图中，中华民国的版图被画成了一片桑叶，

而在桑叶的右上角，有几只蚕正在啃食。更有意思的是，图画中所显示的桑叶被蚕所蚕食掉的部

分，与当时，即 1938 年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国土的形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当然，抗日战争期间的教材中也依然存在着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的做法，1938 年世

界书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第四册第一课《我国的领土和地势》中，刊载了名为“我国的位置

境界和地势图”的地图，而且在图中左下部分绘有桑叶的示意图。文中说：“我国领土在帕米尔

之东，其形状如一张横铺的桑叶。叶尖在西方，叶柄在东方”。 

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内，也出现了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

的做法。为了提高抗大总校第八期学员的地理素质，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科研究室 1941 年 4 月出

版的《中国地理读本》（第一分册）中，也将中国的版图形状称之为桑叶，“在太平洋的西岸，亚

洲的东南，有一个国度像一张横铺着的桑叶，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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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鸡一唱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生人民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被承认，中国原本的“秋海棠”或“桑

叶”的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而这一巨大的凹陷使得中国的版图形象再次发生巨大的变

化。于是，一种新的版图想象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 

“一唱雄鸡天下白”，“雄鸡”代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毛泽东援引此句形容走出黑

暗的新中国，进而将“雄鸡”引申为新中国。从遭到西方蚕食鲸吞的“秋海棠”“桑叶”到昂首

挺立在亚洲东方的“雄鸡”的形象转变，有助于重塑蓬勃向上、自强不息的国民形象。 

最早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的做法应不晚于 1952 年。《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13 日的

报道：“西安的少先队员曾指着中国版图的模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庞焕洲说，‘咱们祖

国真像一只美丽的大雄鸡’”。而这一官方报纸的宣传，无疑将会推动这一认知的宣传。此外，旧

有海棠叶地图中难以突出台湾的地位，而雄鸡地图中，将台湾视为雄鸡迈出去的一只脚。这一解

释被成功运用于政治解释之中，并成为大陆与台湾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雄鸡地图依然有其盲区。对于南海的海疆，新中国继承了民国政府在南海所划的“九段

线”，在随后的地图印刷中，通常便是将南海用一个小框以小比例尺的形式单独绘在地图右下角，

没有将它与北部湾、海南岛等地区连在一起。这便给民众形成一个误区，即南海的海洋面积比较

小，而且与大陆相隔较远。此种做法类似于在绘制美国地图时需单独绘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群岛

的做法。随着近来南海争端的加剧和民众海权意识的增强，地图的绘制也发生新的转变，放弃了

旧有的绘图办法，直接将南海与大陆按相同比例画在一起。晚清时期，随着制图与测绘技术的发

展，地图逐渐进入民众视野。通过签订诸多边界条约、撤藩、边疆建省活动，中国的边境从“虚

边”演变为“实边”，中国的国土轮廓逐渐清晰。这一清晰的轮廓在民国初期逐渐被抽象成了“一

叶秋海棠”与“桑叶”。随着日人入侵，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秋海棠”的版图形象之

外，民众将“桑叶”的隐喻重新赋予民国版图，暗示作为“桑叶”的中国遭到作为“蚕”的日本

的“蚕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与承认蒙古的独立，作为“雄鸡”的中国版图开始出现在民众的

视野中，而“雄鸡”则自然而然地战胜被抽象为“蚕”的日本，于是，“雄鸡一唱天下白”。 

中国版图形象的建构与认知过程是漫长而缓慢的。作为一种更为柔性的政治符号，它不同于

晚清时期对“黄龙旗”，中华民国时期对“孙中山”“中山陵”等政治符号的建构与宣传，而且，

这一建构过程与其他政治符号的建构并不冲突。中国的版图想象在近代民族危亡、政局动荡的大

背景下，始终处于“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 

安德森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时曾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真实的、

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种是“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中国

版图想象发展的动力，既存在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发，也存在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然后二者共鸣

形成为一种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公共认知。此类国家形象的崇拜，在新国家创立初期和面临严重的

国家民族危机的时期体现的更为明显。国家版图形象的客观存在转化为崇拜者心目中一种抽象的

主观形象印记，与崇拜者自身的情感、观念融为一体。如此，版图形象作为一种超然存在的政治

符号或形象，通过诸多崇拜者互相渲染，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影响力。 

总之，中国版图的建构过程，起于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归于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通过这

种国家版图形象的塑造与变迁，民众获得了情感满足。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与国家则在这一变迁

中获得了内生的凝聚力。 

 


